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334

《醉古集》第207组缀合的历组合祭卜辞补说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04年，林宏明先生发表《从一条新缀的卜辞看历组卜辞的时代》一文（以下简称“林文”），
公布了他所缀合的一版历组合祭卜辞残骨，即“《屯南》4050+《屯补遗》244”，在林先生后来出版的甲骨缀合专著《醉古集》中列为第207组（图一）。
以下就简称此缀合为“《醉》207”。
林文指出，新缀合的卜辞与原由王国维、董作宾缀合的《合》32384（图二）是“行款大致一致”的同文卜辞
，这是很正确的。文中对《屯南》、《屯补遗》原释文的补正和对前人拟补《合》32384缺文的评论，也都是精确的。
《合》32384和《醉》207虽然都是残骨，仍可清楚看出其上所记的是一次大规模的合祭，祭祀对象主要是上甲以下的各世直系先公先王；但有少数旁系先王也列入了此次合祭，如大庚、大戊之间的小甲，祖乙之前的“戋甲”（即河亶甲）。
这两位旁系先王的祭牲数皆为三。直系先公先王中，只有报乙至示癸这五位比较不重要的先公的祭牲数为三（卜辞卜问合祭直系先公先王时，往往略去这五位先公，以大乙直接上甲，这是甲骨学者所熟知的），上甲祭牲数为十，目前可见的直系先王的祭牲数，除大庚为七外，其余各王皆为十。
《醉》207残存之字虽较《合》32384为少，但比后者多出一行，即第五行，此行所存的最后一字为“父”。林文指出，由此“可知其所祭祀的先王到了时王的父辈”，对历组卜辞时代的讨论极为重要。持历组晚期说者，认为历组卜辞是武乙、文丁时代的。对照《合》32384与《醉》207，后者的第四行应释为“……[且]乙十，且[辛□]”。依晚期说，“第四行的‘祖’字以下（引者按：实指祖辛之下）到第五行的‘父’字以上”，“绝对必须排进的先王就有‘祖丁’、‘小乙’、‘武丁’、‘祖甲’四位”。这从由《合》32384推知的《醉》207的行款来看，是难以容纳的。如果考虑到“父”之上的那位先王的祭牲数为三，应为旁系先王而不可能是直系的祖甲，需要排进去的先王会变得更多，“势必难以安排”。可见这条历组合祭卜辞对晚期说是不利的。

林先生是持早期说的，以历组卜辞为武丁、祖甲时代卜辞。他认为《醉》207的“父”是“父丁（武丁）”的可能性比是康丁的可能性大得多，
但在文中没有对此辞所缺先王名进行全面拟补。

我完全同意林文关于这条卜辞对历组晚期说不利的分析，但不同意将“父”说成“父丁（武丁）”。如果武丁之子祖庚合祭上甲以下各代先公先王，武丁之前受祭的那位先王只能是武丁之父小乙。但正如林文指出的“父”之上的那位先王的祭牲数为三，应是一位旁系先王。因此不可能是直系的小乙。这一先王的日名还残存中竖的下部，也与“乙”的字形不符。总之，这条卜辞所称的“父”不可能是武丁。

2005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一版新缀卜辞与商王世系》一文（以下简称“李文”），
在林文的基础上，对《醉》207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李文认为《醉》207的父，“只能是‘父乙’即‘小乙’”，小乙前一王据其日名残划，“应该是[image: image1.png]


甲”即小乙兄阳甲。

林文已指出，《合》32384与《醉》207“行款大致一致”（见前引），《醉》207各行上部均已残去，《合》32384的行款呈各行“依次稍低契刻”的情况。
李文就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A版（引者按：指《合》32384）各行的上端排成阶梯状，由左向右，越来越低，这显然是有意的布局”，“两版（引者按：指A、B两版，B指《醉》207）的行款彼此相似”，“B版的先公先王，与A版的分布是一样的”，
“B版各行的上端，和A版一样，也是向右倾斜，呈阶梯状的”。
李文依其所述行款，为《醉》207作出了如下的复原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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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品：上甲十，匚乙三，

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

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大戊十（？）

中丁十（？），戋甲三，祖乙十，祖辛十，祖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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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父乙十。

我认为李文拟补的先王名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拟补，才能符合商王位序以及第五行日名残字的笔形与其下用牲数，并使当时选择旁系先王进入此次合祭的标准得到合理的说明，详后文。李文说“‘父乙十’后面也可能还有文字”，这确是很可能的。但由于缺乏资料，只能如李文所说，“姑置不论”。
至于在所补祭牲数后或加问号或不加，是由李文根据此次合祭的情况推演出来的一些看法所决定的，不见得都有道理。

应该指出，上引复原释文，由第四行之末到第五行之首，在行款上是有问题的。《醉》207第二行下端比第一行多出一个字。第三行下端如补出“大戊”下的用牲数，比第二行多出一个半字。第四行的“且”与第三行的“戊”平齐，补出“且”下的“辛”字和用牲数后，比第三行已多出一个字，如果像李文那样再加“且丁十”三字，就比第三行多出了四个字，这跟前三行的情况显然不调和。另一方面，第五行的“甲”与第四行的“乙”大致平齐，“乙”字上需补七个字，“甲”字上如果像李文那样只补一个字，第五行上端就比第四行低得太多了。所以“且丁□”三字无疑应从第四行之末移到第五行之首。此外，李文根据这条合祭卜辞作出的一些推论，也有可商之处，详后文。

2007年，吴俊德先生发表《殷墟<屯>4050+“屯补”244新缀卜辞新探》一文（以下简称“吴文”），
批评林、李二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吴先生是持历组卜辞晚期说的。他认为《合》32384和《醉》207是武乙时代卜辞，他为《醉》207所作的复原释文如下（原释文将卜辞中的合文写作二字占一字位置的形式，我们没有采用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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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品：上甲十，报乙三，

      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

      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大戊十，

      中丁七，戋甲三，祖乙十，祖辛

      十，祖丁七，祖甲十，父辛三，父丁十。

上引复原释文的父辛、父丁即廪辛、康丁。此释文对祖丁之后的先王名的拟补，显然无法使人接受。在商王室周祭祀典中被排除的旁系先王廪辛，列入了这次以祭祀上甲以下各世直系先公先王为主的合祭；而祖丁、祖甲之间的两世直系先王，小乙和武丁，却反倒被排除在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次合祭连报乙至示癸这五位在合祭中往往被略去的先公都祭了，怎么会不祭时王的曾祖和高祖呢？

吴文引《屯南》2281作为在祖丁、父辛之间只补一个祖甲的根据。文中说：

在历组众多先王合祭的情形中，包含祖丁的组合较涵括其他先王如大乙、祖乙、父丁者罕见，而《屯》2281有“中宗（祖乙）、祖丁、祖甲”以及“父辛”合祭的情形，颇为特殊，与此世系或有相关，因之推断，另一王可能是祖甲。

《醉》207记的是起自上甲的大合祭，《屯南》2281记的是对近世先王的小规模合祭，怎能据后者推断前者应祭的先王呢？而且吴文对《屯南》2281的理解也有问题。吴文在注释中说，将此版的“中宗”与“祖丁”分读，系据《小屯南地甲骨考释》。
该书在解释此版的“中宗祖丁”时，除将“中宗”与“祖丁”分读外，还说此版“‘父辛’乃武乙之称廪辛。据其世次顺序，祖丁当系武丁”。
这应该是正确的，吴文却没有接受。我怀疑“中宗祖丁”应连读，就指武丁。这样称呼也许就是为了与小乙之父祖丁相区别。殷墟卜辞和古本《竹书纪年》有“中宗祖乙”，《史记·殷本纪》则说太戊称中宗，也许“中宗”原先并非某一先王的专称。至于武丁的“高宗”称号（见《尚书·高宗肜日》、《周易·既济》、《史记·殷本纪》），可能定于商代末期。总之，《屯南》2281根本不能用作吴文拟补祖丁之下王名的根据。吴文对《醉》207的勉强复原，正好证实林文认为如持历组卜辞晚期说，这条合祭卜辞中无法容纳必须排进去的先王名的意见。

吴文复原释文中所补的用牲数，是根据其对有关商王在王位传承中所处地位的分析而定的，也不一定可靠。在行款上，将祖辛的用牲数置于末行行首，也不合理。

当然，吴文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吴文的复原释文已将祖丁排在第五行，而不是像李文那样排在第四行末。

吴文反对李文认为《合》32384属历组卜辞父乙类的说法，认为其字体属历组二类。
这是有道理的。林文以《醉》207之“父”为“父丁”，大概也认为其字体属历组二类。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说《醉》207的“父”，只能是父丁而不能是父乙。上世纪80年代初，林沄先生发表《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主张将历组卜辞按字体分为“历组一类”和“历组二类”，批评我不应该将历组卜辞分为“父乙类”和“父丁类”，指出“同时把字体和称谓均作为分类标准是行不通的”。他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历组二类的称谓“兼有父乙和父丁”。
见于历组二类的父名，虽然大多数是父丁，但也有一些是父乙。根据商王位序和《醉》207“父”上先王的用牲数及日名残笔，将其所记最后二王定为阳甲和父乙（小乙），是完全合理的。

吴文的最大贡献，是确定河亶甲为祖乙之兄。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费较多笔墨。

据《史记·殷本纪》，中丁传弟外壬，外壬传弟河亶甲，河亶甲传子祖乙。过去，甲骨学者根据合祭直系先王的卜辞中列中丁而不列戋甲（即河亶甲），以及周祭卜辞中中丁有配妣受祭而戋甲没有的现象，断定祖乙应为中丁之子而非河亶甲之子。李文则认为《合》32384所记祀典列入戋甲，“唯一的解释是如《殷本纪》记载，祖乙是他所生之子”；
并进而认为，甲骨学者将列入中丁而不列戋甲的“十示”称为直系，将先王在周祭中是否有配妣受祭与他是否有子继位联系起来，都是不适宜的。
这种说法似嫌武断。据李文的复原释文，列入祭祀的先王中，祭牲数为三的只有小甲、河亶甲、阳甲三位，小甲、阳甲都是无子即位的旁系，河亶甲祭牲数与他们相同，正好说明学者们以前据卜辞中“十示”和周祭等资料，断定祖乙非河亶甲子而为中丁子，是正确的。李文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令人费解。

《汉书·古今人表》说祖乙是河亶甲之弟。《人表》记商王世次，往往与《殷本纪》有异。
在多数情况下，卜辞可以证明《人表》为误。但在河亶甲与祖乙的关系上，情况却并非如此。这里先要交代一个问题。在中丁、外壬和河亶甲的关系上，《人表》的说法与《殷本纪》一致。这样，《人表》就将在卜辞和《殷本纪》中分为两世的中丁和祖乙合为一世了。这当然是错误的。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说，如《人表》以祖乙为河亶甲弟是对的，“只有一个可能，即祖乙和河亶甲是一世，是仲丁的次世”。
这是合理的。

仅从卜辞周祭显示的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这个顺序，是无法决定河亶甲究竟是祖乙的父辈，还是祖乙的兄长的。但是，中丁有两位配妣列入周祭的现象，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许进雄先生在《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中说：

对照先妣的祭表和殷代的世系，我们可以发现，除中丁和祖辛外，王配妣的数目一定不大于其曾立太子和即位的儿子的数目，而仲丁及祖辛的例外是值得讨论的。因而我们很有理由来怀疑殷代先妣之所以入祀，也是在其有子为王的缘故。

许先生指出，有些学者认为祖辛在第五期周祭中有两个配妣，是由于误用了有问题的资料。
对于中丁之例，他是这样解释的：

仲丁有二妣配享，则亦应有二子以上即位为王。今河亶甲已知非祖乙之父，而《汉书·古今人表》有祖乙为河亶甲之弟的记载的旁证，则河亶甲和祖乙很可能都是仲丁之子……

许先生的意见显然是有道理的。

吴文接受了许先生的意见，
并认为只有将河亶甲视为祖乙之兄，才能很好地解释他与小甲待遇相同，祭牲数皆为三的现象。文中说：

小甲、戋甲皆为同世代首位为王者，亦同样都将王位传给其弟（大戊、祖乙）而非其子，更一致的是，大戊、祖乙之后皆有子为王（中丁、祖辛），王位并无传回小甲、戋甲之子，形成小甲、戋甲身后无子继位。

又说：

小甲、戋甲虽为长子（引者按：“长子”的提法不如上文“同世代首位为王者”好），但并无子继位，沦为旁系，所以受祭品数仅得三……

这些意见也是有道理的。

据李文的复原释文，祭牲数为三的先王，除了小甲、戋甲，还有阳甲。他也是“同世代首位为王者”。阳甲传位弟盘庚，盘庚传弟小辛，小辛传弟小乙，小乙传子武丁，阳甲沦为旁系，情况与小甲、戋甲相同。这三位旁系先王，所以被纳入起自上甲的以各世直系先公先王为主要对象的大合祭，显然就是由于他们在商代的王位传承上所处的地位，具有上述这种共同的特点。当然，我们只是从商王世系所呈现的现象来讨论问题的，这种现象所蕴含的商代继统法上的深层意义，目前还没有条件作认真的讨论。

吴文强调阳甲与小甲、河亶甲在王位传承中所处地位的区别，即小甲、河亶甲传弟大戊、祖乙后，即由大戊、祖乙之子（中丁、祖辛）继位；阳甲传弟盘庚，但盘庚无子继位，传到同世最后为王的小乙后，才由其子武丁继位。
吴文这样做，是为了在复原《醉》207的残辞时，可以排斥阳甲而纳入廪辛。商代人大概不会重视他所强调的区别。

将周祭中中丁有两位配妣受祭以及河亶甲在合祭中的待遇与小甲、阳甲相同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看，应可判定河亶甲确如《人表》所说，乃祖乙之兄。

据李文的复原释文，武丁时代这次起自上甲的大合祭，一共祭了十九位先公先王。这使我想起了见于也是属于武丁时代的𠂤历间组卜辞中的“自上甲廿示”（《合》34120。亦简称“廿示”，见《合》34121、34122）。这“廿示”中肯定包括了上面所说的十九位先公先王；多出的一位应该也是有特殊地位的旁系先王，此人非羌甲（即《殷本纪》的沃甲）莫属。

羌甲由于有子南庚继羌甲之兄祖辛之子祖丁为王（其位传祖丁之子阳甲），在旁系先王中有特殊的地位。他在一、二期卜辞中，屡次与祖辛、祖丁、小乙、武丁等直系先王并提；
其配妣并曾在祖甲时代的周祭中受祀，
这在旁系先王中是绝无仅有的。按理说，羌甲比小甲等旁系先王更有可能被选入以直系先公先王为主要对象的合祭。

按照上文对李文复原释文行款的调整，第四行“乙”字上应补七个字，第五行与“乙”大致平齐的“甲”字上应补四个字。这样，第五行上端仍比第四行低约三个字的位置。从《合》32384的前三行来看，各行的顶端只比前行低约一个字的位置。《醉》207前三行补足后，上端情况无疑与《合》32384相似；第四行补足后，从所补字数看，其上端可能比第三行低一至二字的位置。各组前后行之间的落差，都没有现在的复原方案中第四、五行间的落差大。所以，第五行所补的“祖丁□”之上，原来很可能还有“羌甲□”。羌甲在商王世系中的位次正在祖辛、祖丁之间。只要将第五行阳甲之“甲”以上诸字写得紧密一些，仍可使此行顶端显得较前行稍低。如果真是这样，这次大合祭的对象就正是“自上甲廿示”了。过去，严一萍先生已为《合》32384拟补过“羌甲”，只是所补位置不对，详林文（同注 eq \o\ac(○,1)，第88—89页）。

在武丁时代大合祭中入选的旁系先王，全都以“甲”为庙号的日名，而且商王世系的全部旁系先王中，也只有这四位是以甲为日名的；小甲、河亶甲、阳甲这三位，在王位传承上所处的地位，并有共同的特点。这决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张光直先生在1963年发表《商王庙号新考》，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十干在商代先王先妣日名庙号中的分布规律，对商王室婚姻制度和继统法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见解。对他的新见解，我并不同意。但是他指出十干在商代先王先妣庙号中的分布状况，决非“偶然的选择的结果，统计学上所谓‘抽样’”，
则是很有道理的。从张先生举出的一些现象来看，十干在商代先王先妣庙号中的分布状况，确实不会是随机地形成的。

商代人为死去之王定日名时，显然有一些硬性的限制。例如从张先生等学者已经指出的商王父子不同日名、商王与其配不同日名的现象，可知为某王定日名时，不能取其父或其已死之配的日名。这也许与当时的祭祀制度有关。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以“甲”为名的旁系先王的情况来看，决定日名时无疑还要考虑其人在王位传承中所处的地位。大概存在着哪些日干可以给哪种地位的人的规定，至少存在着这种惯例。此外还可能有别的考虑。

我们上面所说的想法，与李学勤先生很早就提出来，现在已为很多学者接受的占卜择日说，
并无矛盾。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与考虑，可以给予某王的日干总不会只是一个。究竟采用哪一个，就需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其实即使适用的日干只有一个，在那极端迷信占卜的时代，也需要走一下占卜的过场。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由于某种特殊原因，通过占卜来改变常规。

我认为由于存在种种限制和考虑，再加上占卜者意向的影响，十干在商代先王先妣庙号中的分布，是有可能形成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种状况的。

[附识]同事郭永秉先生帮助搜集资料，代为打印文稿，作者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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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文载《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86—90页。


� 《醉古集——甲骨的缀合与研究》，台北万卷楼经销2011年，图版第243页。


� 同注� eq \o\ac(○,1)�，第87页。在此文中对二者是同文卜辞只用推测语气，在《醉古集》的《释文及考释》中已改用肯定语气（同注� eq \o\ac(○,2)�，第143页）。


� “戋甲”之名只在《合》32384的第四行上残存“戋”的左上角，是吴其昌先生在《殷虚书契解诂》中，据先王位次和祭牲数释补为“戋甲”的。《解诂》自1934年起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载，台北的艺文印书馆将其汇印成册，于1960年6月出版，释“戋甲”之说见此书12页。参看注� eq \o\ac(○,1)�所引文第86页。所谓“戋”字实从两个“柲”的初文，并非“戋”字，现姑从甲骨学者的习惯写作“戋”。


� 同注� eq \o\ac(○,1)�，第89页。我们引述林文意见时，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加了一些自己的话，但绝对不会有不合林文原意的地方。


� 同注� eq \o\ac(○,1)�，第89页。


� 文载《文物》2005年第2期，第62—66页。


� 同注� eq \o\ac(○,7)�，第65页。


� 同注� eq \o\ac(○,1)�，第89页。


� 同注� eq \o\ac(○,7)�，第64页。


� 同注� eq \o\ac(○,7)�，第65页。


� 同注� eq \o\ac(○,7)�，第65页。


� 同上注。


� 文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台大中文学报》26期，2007年6月，第47—66页。


� 同注� eq \o\ac(○,14)�，第61页。


� 同注� eq \o\ac(○,14)�，第60页。


� 同注� eq \o\ac(○,14)�，第60页注36。


�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 同注� eq \o\ac(○,14)�，第56—58页。


� 《林沄学术文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参看第114页。


� 同注� eq \o\ac(○,7)�，第65页。


� 同注� eq \o\ac(○,7)�，第66页。


� 参看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所附《殷世数异同表》，《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5—297页。


�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69页。


� 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1968年，第28页。


� 同注� eq \o\ac(○,25)�，第31—32页。参看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45页。


� 同注� eq \o\ac(○,25)�，第32页。


� 同注� eq \o\ac(○,14)�，第54页注19。


� 同注� eq \o\ac(○,14)�，第55—56页。


� 同注� eq \o\ac(○,14)�，第56页。


� 同注� eq \o\ac(○,14)�，第56页注26。


�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中辑（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考释第461—462页；同注� eq \o\ac(○,18)�，第51—53页（“羌甲”条）。后者因羌甲地位特殊，遂疑其非祖辛弟而为祖辛子辈（第53页）。这是无必要的。


� 这一点由陈梦家先生首先指出。同注� eq \o\ac(○,24)�，第380、381页。


�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第139页。


� 李学勤《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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